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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脑机融合技术是以脑机接口技术为基础，在有机生命形式的大脑或神经系

统与可感知、可计算、可执行的外部设备之间实现双向实时通讯的技术系统的统称。 从理

论上讲，该技术可以实现大脑到机器、机器到大脑、大脑到大脑等不同方式的信息传输、交
流与操控，是生物端的敏锐感知能力与机器端的高速计算能力的结合。 根据行动者网络

理论（ＡＮＴ），脑机融合构建了由脑机接口技术实体联结而成的技术之网 Ｎｅｔ１、脑机互联的

混合智能之网 Ｎｅｔ２以及“转译－动员”应用之网 Ｎｅｔ３，并由此展现出一种非人类中心的哲学

观，为该技术进一步发展和应用提供了必要的启示和审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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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 年 ５ 月，一家名为脑机接口公司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 宣布开始在美国进行名为 ＣＯＭＭＡＮＤ 研究的首

次人体临床试验，首位 ＣＯＭＭＡＮＤ 患者在纽约西奈山医院参加了临床试验。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份，美国著

名企业家兼科学家埃隆·马斯克（Ｅｌｏｎ Ｍｕｓｋ）旗下公司 Ｎｅｕｒａｌｉｎｋ 公布了一段猕猴帕格（Ｐａｇｅｒ）用意

念打游戏的视频。 据悉，Ｎｅｕｒａｌｉｎｋ 公司自 ２０１６ 年创立以来，已经获得 １ ５ 亿多美元的融资用以研究

脑机接口技术，希望通过此方式增强人类能力。 此消息一出，瞬即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热议。
“脑机融合技术”是以脑机接口技术为基础，能够实现脑到机、机到脑及脑到脑等不同方式的信

息的编码、传输、解码、读取、“转译”，从而实现生物端与机器端的交流、驱动乃至操控等，进而可构建

起“脑－机”之间互联互通的行动者网络系统。 所谓“脑机接口” （Ｂｒａｉ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简称

“ＢＣＩ”）是指有机生命形式的大脑或神经系统与可感知、计算及执行的外部设备或环境之间建立起

一种实时通讯与控制的系统，从而实现脑与外部设备的直接交互①。
脑机融合技术自身蕴含的非人类中心走向与法国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Ｂｒｕｎｏ Ｌａｔｏｕｒ）等人

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Ａｃｔｏｒ－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ｈｅｏｒｙ，以下简称 ＡＮＴ）所体现的去中心特征有着较强的

契合度，本文尝试用 ＡＮＴ 对脑机融合技术进行深入剖析，以便我们能够更清晰认识该技术及其应用

带来的可能影响。

一、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分析框架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后，科学哲学开始了社会学实践转向，形成了科学知识社会学（ＳＳＫ）和科学实

践哲学的诸多流派；其中，以布鲁诺·拉图尔、米歇尔·卡龙（Ｍｉｃｈｅｌ Ｃａｌｌｏｎ）等为代表的法国巴黎学

派在该领域异军突起；他们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更是在社会科学诸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

响，并作为分析诸多社会现象的理论工具。 巴黎学派从社会学、人类学视角对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



进行具体而深入的研究。 他们研究发现，科学家在进行知识生产和建构的过程中，包括科学家主体

及其共同体在内的人类力量和实验室内的仪器设备、实验样本、规章制度等非人类力量都参与其中，
他们将这些人类、非人类力量均视为行动者（ａｃｔｏｒ）或施动者（ａｃｔａｎｔ），这些行动者共同编织出实验室

内部的行动者网络。 与之相应，另有一部分科学家则会走出实验室，他们与政府、企业、出版社、媒体

及公众打交道，招募更多的行动者，将实验室内生产的科学知识、技术成果“转译”出去，构建更加广

泛而紧密的行动者网络①。
ＡＮＴ 由“广义对称性原则”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杂合体” （ｈｙｂｒｉｄｓ）、“拟客体” （ｑｕａｓｉ－

ｏｂｊｅｃｔｓ）、“转译”（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等核心概念构成。 “广义对称性原则”将自然与社会、人类力量与非人

类力量对等看待，只要其发生运动，进入研究者视野，为其提供信息，都被视为参与科学研究、技术发

明的行动者。 在科学研究中，自然和社会、人类力量和非人类力量都不具有特别优先的地位，而是一

种相互建构的平等关系。 科技成果的产出是自然与社会、人类与非人类力量彼此交互、磋商的结果，
并彼此联结产生新的实体—“杂合体”。 这种杂合体既不纯然是自然的，也不纯然是社会的，而是人

类力量与非人类力量结合的产物，是一种“拟客体”。 行动者通过商谈、磋商等方式将自身关注的问

题“转译”成其他行动者共同关注的焦点，成为其他行动者利益实现的“强制性通行点” （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ｙ
Ｐａｓｓａｇｅ Ｐｏｉｎｔ），进而建立起更加广泛的行动者网络②。

综上所述，行动者网络的理论特质与脑机融合的技术特征具有高度的契合度：首先，脑机融合技

术融合了自然与社会、人类与非人类力量（脑与机），形成了新的杂合物—智能杂合体。 其次，在此过

程中，技术研发人员通过“动员” “转译”，“招募”众多行动者，实现了脑与机的深度互构，结成了多

重、异质的行动者网络：（１）研发人员作为网络发起者，“动员”（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各类脑机接口的技术行

动者，构建起支撑脑机互融的技术之网 Ｎｅｔ１，Ｎｅｔ１是整个网络的基底，使得脑机融合成为可能，也成为

其他行动者利益实现的“强制性通行点”。 （２）以 Ｎｅｔ１为基础，研发人员将生物端、机器端有机融合，
拓展出更加复杂、广泛的混合智能（ｈｙｂｒｉ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之网 Ｎｅｔ２。 （３）研发人员在不断推进 Ｎｅｔ１、
Ｎｅｔ２建构的同时，逐步将自己的研究旨趣和面临的问题“转译”成其他行动者（如政府、企业、用户等）
的兴趣和问题，展现出该技术网络可能具备的广阔的应用前景和巨大的价值预期，从而“招募”（ｅｎ⁃
ｒｏｌｌｍｅｎｔ）更多的行动者加盟其中，形成更加广泛的“转译－动员”的应用之网 Ｎｅｔ３。 三重网络动态互

构，将实验室“内”“外”的自然与社会因素、人类与非人类力量网罗其中，形成一种非人类中心的关

系之网。

二、脑机融合技术的多重行动者网络透视

脑机融合技术的发起者是如何逐步构建起这种多重、异质、动态的关系之网呢？ 根据上文逻辑

理路，我们来进一步分析。
（一）行动者网络 Ｎｅｔ１：由脑机接口技术实体联结而成的技术之网

由前文可知，脑机融合是以脑机接口技术为基础，而脑机接口又根据信息传递的路径分为“脑—
机”、“机—脑”和“脑—脑”等三种方式，每种方式所采用的技术系统不尽相同，因此便构成了不同类

型的行动者之网。
１ “脑—机”型行动者网络。 该类型的行动者网络由大脑等生物端向计算机等机器端传输信息，

以达到大脑等神经系统驱动、操控外部设备的效果（见图 １）。 网络发起者最初是将传统的神经科学

研究领域的技术行动者（如电、光、氧等信号处理系统）“招募”进来，这些技术行动者能够把大脑模

拟信号转化成可以被数学分析的数字信号，再储存到计算信息系统中对其进行解析。 具体而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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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可用于“脑－机”应用的信号检测行动者系统主要分为三大类。 （１）电信号行动者处理系统。 众所

周知，生物的神经元电活动是神经系统最主要的信息传递方式，网络发起者通过专业的仪器设备行

动者对电活动进行记录和分析，就可以了解生物行动者神经网络本身所承载和表达的内容。 电信号

行动者处理系统又可分为：①有创型行动者系统。 即网络建构者通过开颅的手术，将记录用的设备

行动者—电极放置在神经元周围，神经活动的电流就可以通过电极直接流入记录、分析设备中。 该

方式最大的优点是精准、信噪比高，可以获得不同的信号。 目前代表性技术行动者称之为多通道在

体电生理记录技术（ｍｕｌｔｉｃｈａｎｎｅｌ）。① ②半有创行动者系统。 即网络发起者利用人体组织的导电性，
让大脑皮层神经元的电活动穿透脑膜，到达硬膜外，再将一个包含记录电极的芯片紧贴脑膜放置，就
可不直接损伤脑组织的记录到皮层外的神经电信号。 但该方法记录的深度有限，且信噪比不如在体

电生理。 目前代表性技术行动者称之为“皮层外脑电记录技术” （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ｏｒｔｉｃｏｇｒａｍ，简称 ＥＣｏＧ）②。
③无创型行动者系统。 网络发起者将可佩戴设备行动者—脑电帽戴在被试头上，通过脑电帽上的电

极记录分析从从大脑发出、传递到颅骨外的电信号。 此记录方式操作简便、无害，可适用于人类，但
信噪比较低，也常受到肌肉电信号的干扰。 其代表性技术是颅外脑电（ＥＥＧ），也是目前心理学和临

床上常用的设备③。 （２）光信号行动者处理系统。 网络发起者利用神经元在活动时会释放钙离子，
再借助生物工程技术，让神经元膜上表达一种特殊的荧光蛋白，神经元在释放钙离子时可以发光，通
过光纤记录这些荧光强度，进而观察神经元活动④。 该技术精确度虽不如电生理，但记录广度、分析

难度都优于后者，而且可以在体观察神经元活动的状态。 但是该技术需用载体病毒注射神经元且需

有创手术植入光纤，目前只在动物脑机系统上有应用。 （３）氧信号行动者处理系统。 该系统代表性

技术主要有功能性磁共振（ｆＭＲＩ）和功能性近红外广谱技术（ ｆＮＩＲＳ）。 一般而言，当神经元活动时，
其需氧量会增加，进而会使得附近的氧合血红蛋白脱氧，在磁共振或近红外广谱下的表现出不同的

图像，从而间接反映了神经元的活动情况⑤。
利用这些方法记录到数据以后，重点便是把记录分析到的信号数据和其所表征的行为学偶联，

从而具体明确在信号发生之时，大脑里究竟在“想”什么。 网络发起者们时常使用人工智能、大数据

等技术行动者来分析大脑行动者中产生的信号。 现阶段主要尝试的是通过类似电、光、氧等刺激方

式精准激活神经元以诱发特定的感觉。

图 １　 “脑－机”型行动者网络⑥

２ “机—脑”型行动者网络。 这是网络发起者利用计算机等设备行动者将信息传输至大脑，进而

驱动、操控生物行动者而构成的网络系统。 网络发起者通过计算机等外部设备对信息进行精细编

码，再将其转化成光、电、磁等形式的刺激，作用于生物端的某些特定部位，使其产生某些特定的感应

或做出某种行为动作。 目前，其典型应用表现为临床唤醒重症昏迷患者和制造动物机器人等（如
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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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机－脑”型行动者网络①

３ “脑—脑”型行动者网络。 理论上，该类型网络是一种将信息由大脑１向另一大脑２传输、以建

构起“生物端１—计算机—生物端２”的人机混合之网。 首先，研究者通过脑信号检测技术检测出大

脑１的神经信号，并对该信号进行实时编码。 然后，将经过编码的信号直接传输给大脑２，从而对大脑２

产生相应作用（如图 ３）。 这种接口为多主体的生物端进行信息交流提供了可能。 在可预见的将来，
人类有可能实现于无声无行中进行无障碍的“神交”。 该类型网络的实质是“脑—机”“机—脑”两种

网络类型的结合，所需的技术行动者亦与上述两种类型网络的技术支撑相同，这里不再赘述。
概言之，行动者网络的发起者———研发人员利用脑机接口的多种技术工具———非人类行动者，

能够建构起“脑—机”、“机—脑”乃至“脑－脑”型的多层级行动者技术之网。 可以看到，脑机融合行

动者网络的发起者借助传统神经科学等领域的研究工具—非人类行动者，利用其各自特有的解码、
编码、联结等功能属性，“招募”到脑机接口研究中来，将构建有效的“脑机融合网络”转换成各方的

利益关注点。 若想实现脑与机融合，则必须借助上述技术，必须加盟进来成为网络中的行动者，“我
所有的正是你所需要的”②。

图 ３　 “脑－脑”型行动者网络③

（二）行动者网络 Ｎｅｔ２：脑机互联的混合智能之网

技术之网 Ｎｅｔ１的实现意味着搭建更加广泛而复杂的脑机互联的混合智能之网 Ｎｅｔ２成为可能。
Ｎｅｔ１是 Ｎｅｔ２的必经之点，网络发起者若想实现生物端与机器端联结，必须以 Ｎｅｔ１为基础。 而作为行动

者的生物端和机器端，本身就有着复杂的层级。 生物端行动者可分为记忆与意图层、决策层、感知与

行为层等不同层级，机器端行动者可分为目标和知识库层、任务规划层以及感知和执行层等不同层

级（如图 ４），各层级可进行同构交互，以完成任务目标。 Ｎｅｔ２的构建则需要以 Ｎｅｔ１为桥梁，将生物端

与机器端联结起来，实现异构交互。
１ 记忆 ／意图－目标层。 研究者通过光遗传等技术行动者可以对生物行动者的记忆、意图施加

影响，让其主动完成任务，充分发挥生物智能；或者生物端行动者通过运用脑部神经信号将“意图”发
送给机器，机器端行动者利用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方法，“读懂”生物意图，“领取”任务；抑或通过机

器发送目标任务，生物端读取“命令”，强化或修改生物记忆、意图。
２ 决策－任务规划层。 在混合智能系统中，生物的脑部神经信号多变、非线性、瞬时性强，机器

系统的任务环境也会随时发生变化。 因此，生物端与机器端在决策－任务规划层为了各自“利益”需
要协同合作，相互学习；生物端行动者为了实现意图（如获取最大限度的利益或奖赏等），选择与机器

端行动者合作，而机器端基于效率、耗能或安全等方面因素对当前策略进行调整；机器端行动者为了

完成目标，也会通过对生物的脑信号和行为的感知以及对任务环境的判断，与生物端行动者协同。
３ 感知－行为－执行层。 利用生物与生俱来的感知、行为能力方面的优势，网络发起者将其引入

混合智能系统，从而使得该行动者网络的功能变得更加强大。 但生物行动者的感知、行为系统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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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损伤无法恢复、有效实施的空间与范围有限等缺陷，而将机器传感器、执行器引进混合智能系

统，可以恢复、重建乃至增强生物感知、行为能力，拓展其空间①。
总之，生物端与机器端的感知、执行能力各有优劣，脑机融合系统能够充分发挥各自特长（如生

物的智能、机器的计算能力等），在生物端或机器端内部形成同构交互的同时，又可在二者之间可形

成异构交互，遂构建起智能、高效的混合智能之网 Ｎｅｔ２。② 混合智能之网的交互建构进一步推动了

“转译－动员”应用之网 Ｎｅｔ３的实现。

图 ４　 混合智能之网③

（三） 行动者网络 Ｎｅｔ３： “转译 －动员” 应用

之网

随着脑机接口相关技术手段的提升、实验室

研究的突破以及部分临床试验效果的出现，脑机

融合网络展现出巨大的应用价值和空间，进而引

起了更多行动者的“兴趣”与“利益关切”：政府、
企业、社会资本、媒体乃至普通大众等人类、非人

类因素因着各自的“利益诉求”自愿而主动地加

入其中，形成了更加广泛的“转译－动员”的应用

之网。
具体而言，脑机接口给各类行动者展现了令人神往的想象力，吸引其加盟。
（１）对于科研人员而言，该技术的成功意味着人类对自身的认识更加深入，会为拓展人类认知范

围和深度带来可能。 这就会吸引更多的研究型行动者加入网络，并成为推动该技术进一步发展的主

要力量。 （２）对于政府而言，鉴于脑机融合技术所带来的颠覆性影响，在全球化竞争时代，其涉及的

相关核心技术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科技竞争力、综合国力，各国政府必然要提前布局，重点关注，
抢占技术高地。 （３）对于产业者来说，脑机接口具有非常明显而巨大的商业潜能。 譬如，运动控制型

脑机接口意味着可以让部分下肢有残疾者重新行走，感觉输入型脑机接口意味着失明或者失聪患者

可以重新感受这个世界，增强认知型脑机接口意味着人们可以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更快的学会

新知识和技能等。 如果这些设备能够进一步小型化，便能走出实验室，就会比血管支架、人工耳蜗等

有着更为广阔的市场。 这样光明的应用前景便会让很多企业趋之若鹜。 （４）对于媒体和普通大众而

言，这些概念性的技术以往只存在于科幻作品中，而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些玄幻的技术梦想便可照

进现实，切实解决人们的实际困难。 因此，人们会对这样的技术抱有更大的兴趣和关注，各路媒体当

然不会放过此类新兴技术带来的新闻效应而大势报道。 媒体和大众的关注和宣传，可以不断巩固并

拓展脑机融合的应用之网。
此外，从实现层面来说，脑机接口消耗的研发、布局所需资源并不巨大，也更加贴近现实，短期内

可以看到较好的可转化成果。 同时，该技术和临床医学、计算机科学、材料工程、电子科学等紧密关

联，在研发过程中可相互补充。 基于此，政府和企业会更加重视偏向转化和协同开发方向的研究。
如中国政府开启的“脑计划”便以“一体两翼”为纲领展开，其中的两翼即是指人脑和机器脑。 政府

希望该研究可以和其他方向的产业布局紧密结合，协同进步，并且更好地为临床医学、军事等实用科

学服务。 企业家们对此也有着敏锐的嗅觉，深知该技术诱人的前景，有相当多的企业在其生物传感

器研究基础上开启了脑机接口的研发，也会通过向科研机构注入资金加盟其中，以便拿到最新的成

果，从而给投资人和客户讲述更加诱人的故事，以吸引更多的行动者。 马斯克旗下的 Ｎｅｕｒａｌｉｎｋ 便是

这样的代表，其开发的芯片技术其实质上还是以服务科研人员为主，用更精密、损害更小的芯片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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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脑信号，从而让研究人员更好地开发脑机接口技术。 马斯克每隔一段时间就面向公众发布其研究

进展，意在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向其注资。
整体观之，脑机融合技术及其正在生成的产业格局构成了一个异质多元、关联众多的复杂型行

动者网络系统。

三、哲学审视：脑机融合的非人类中心走向

从 ＡＮＴ 的视角来审视脑机融合技术，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和启示：利用脑机接口及其相关技

术，技术研发人员通过“动员”“转译”等方式，“招募”了实验室内外的人类、非人类力量的众多行动

者，编织出了多重、异质的脑机融合的“内部”技术之网和“外部”应用之网。 在这多重复杂的“行动

者网络”之中，自然和社会的因素相互交织，人类力量与非人类力量互相建构：从脑—机、机—脑、
脑—（机）—脑到人—机—物（生物或无机物）；从实验室内部到政府、企业乃至社会大众，不同层次、
类型的行动者都被网罗进来，并且网络边界在不断突破和扩展。 由此，脑机融合技术便带给我们诸

多新的哲学议题，需要我们对此深度审视。
（一）非人类中心的本体论重构

依照拉图尔后期观点，科学研究活动乃至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纯粹的自然或社会，或者自然和

社会并不具有优先的本体论地位，而具有本体论地位的是诸异质性行动者彼此结成的异质性关系，
即其所谓的关系本体论。 他由早期的杂合本体论转向关系本体论，将各种实体———无论自然实体、
社会实体还是杂合实体—虚化，将实体之间的关系实化，消解了必须在自然与社会之间进行僵化式

对称处理的困难，为我们展现了一种动态的、历史的、非人类中心的关系本体论①。
由上文可知，无论是作为基础的技术之网 Ｎｅｔ１，还是更为复杂的混合智能之网 Ｎｅｔ２，以及“转译－

应用”之网 Ｎｅｔ３，它们都是一种彼此联结的异质性关系之网。 （１）研发人员在实验室内部“招募”了
光、电、磁等技术行动者，结成了可实现“脑—机”型、“机—脑”型抑或“脑—脑”型的技术之网 Ｎｅｔ１；
（２）以Ｎｅｔ１为基础，研发人员在生物端与机器端之间实现了异构交互，形成脑机融合的智能混合之网

Ｎｅｔ２；（３）Ｎｅｔ１、Ｎｅｔ２的逐步实现及其展现出的巨大应用价值，吸引了实验室之外的政府、企业、媒体、
普通大众等众多异质性行动者加盟，拓展出更加广泛的“转译－动员”应用之网 Ｎｅｔ３。 反过来，Ｎｅｔ３的
不断拓展，又为该技术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政策、资金的支持，进而巩固了 Ｎｅｔ１、Ｎｅｔ２。 多重关系网络

网罗了众多异质性的行动者，既有自然的，亦有社会的，既有人类力量，也有非人类力量，一旦被“招
募”进来，产生运动，就成为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就会与其他行动者产生联系，甚至产生出新的实

体———杂合体。 但这些实体并不必然需要对称看待，甚至都不再是中心或是焦点，而成为焦点的是

它们彼此形成的网络关系。
在这多重异质的网络关系中，一幅非人类中心的关系本体论图景得以重构：人类力量不再处于

中心的主导地位，非人类力量也不仅仅是被支配和利用的工具，两种力量通过“转译”将彼此“内折”
进自身，构合在一起；传统意义上的主体与客体不再严格对立，实验室内外的界限不再清晰可辨，自
然之物不再“自然”，社会因素借助自然物参与建构；原本界限分明的人、机、物等自然、社会实体融合

产生出脑机混合的智能杂合体，并由此形成彼此关联的动态交互关系；这种诸实体交互联结的、非人

类中心的动态关系具有本体论地位，笔者将其称之为非人类中心的杂合关系本体论②。
（二）非人类中心的认识论重建

在由脑机融合建构起来的混合智能网络中，智能杂合体兼具生物智能和机器计算的双重优势，
能够将传统意义上的人类主体性和机器等技术人工物的拟客体性相互嵌合，形成一种可能具有超主

体性的能动性，从而具备超强认知－行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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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智能杂合体能够将人类与机器的“经验”“知识”进行数据化处理与融合。 人类经验、知识

可以通过编码方式传输给机器，供其读取、学习，机器则以数据化表征的方式获得“经验”，并将获得

的“经验”用于特定的算法，进而获得一般性的机器“知识”。 人类与机器可相互借鉴、学习、理解和

提升，进而形成人机协作共生的新“经验”、新“知识”。 这样的“经验” “知识”系统既包括人类可编

码化的主体体验和客观知识成果，也包括可数据化表征的机器经验和具有较强实用性和效用性的机

器知识系统①。
由众多脑机混合智能体融合而成的行动者网络则是集人类感知、决策、执行能力、生物智能和机

器的超强计算能力、传输速度与存储能力等优势于一体的超强关系网络，具有超越任何单一行动者

乃至单一物种的超强认知－行为能力。 在这构建起来的超强认知－行为系统中，人类力量与非人类力

量有机融合，混合智能杂合体将取代纯粹的人类力量而处于主体地位，进而形成一种“非人类中心”
的经验－知识框架。 当然，这样的超强认知－行为系统在当下的现实层面仍处于起步阶段。

（三）非人类中心的价值论重启

脑机融合技术将自然与社会、人类力量与非人类力量等异质性行动者“招募”进网络，形成动态

交互的、非人类中心的杂合本体论关系。 在此联结形成的多重行动者网络关系中，既有生物端行动

者，又有机器端行动者；既有人类力量，亦有非人类力量，同时还有将人类的主体性与非人类力量的

拟客体性相互嵌合、集于一身的混合物———智能杂合体。 在现实层面，同处网络的诸多异质性行动

者在进行交互过程中，必然面临应当遵循何种规范的价值问题②。
首先，在网络内部（包括是技术之网 Ｎｅｔ１、混合智能之网 Ｎｅｔ２以及“转译－应用”之网 Ｎｅｔ３），面临

如何处理脑与机、生物与机器、人类力量与非人类力量的关系以及单一行动者与作为其实体的整体

网络的关系问题。 按照拉图尔的观点，行动者网络中的每一个行动者都能产生运动，与其他行动者

进行互动，具有能动性。 在脑机融合联结起来的多重网络中，每一个行动者是否具有主体性？ 每个

行动者是否具有道德行动能力，应当遵循何种伦理规范以及是否具备承担道德责任的能力？③

其次，在网络外部，当脑机融合技术融合生成集人类感知、决策、执行能力的生物智能和超强计

算能力、传输速度与存储能力的机器算力等优势于一体的智能杂合体产生并广泛出现于现实生活之

中，全然肉身的人类将遵循何种规范与这样的赛博格产物相处？
随着脑机融合技术的不断推进，以上种种情形就不再仅仅停留在科幻作品或者人们的臆想之

中，而是残酷地照进现实。 面对上述问题，需要重建一套非人类中心的价值体系。 众所周知，现有的

价值体系，总体上是以处理人类个体与个体之间以及与其所在实体性群体之间关系的伦理道德准

则，是一种以考量人伦关系的人类中心的价值体系。 而在脑机融合为代表的智能技术时代，生成了

大量人与非人（诸如人与智能机器、人与赛博格等）的伦理关系，仅仅考量人伦关系的价值体系就不

再适用，也难以有效应对此类新问题，需要重启一套非人类中心的价值观。
综上，在 ＡＮＴ 视域下，脑机融合技术展现了一个非人类中心的新视角，为该技术进一步发展和

应用提供了必要的启示和审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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